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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政府时期近代司法机构改
革之尝试

民国初年至北京政府时期，司法制度有所变革，

但仍以沿用清末以来的司法模式为主，司法体系没

有太大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第 48-52 条规定：“法院由临时大总统

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院之编制及

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

但有认为妨害公安秩序者，得秘密之。法官独立审

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

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

不得解职。”这是近代以来我国以宪法性文件规

定司法独立原则的开始。根据此原则，大理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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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厅与高等审判厅、检察厅自成一系统，各级审

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是法官的任免及院厅的行

政事务归司法行政机关主管，法官的惩戒则由法官

惩戒委员会施行。法院的组织及审判制度，仍采用

1909 年清政府颁布的《法院编制法》，仅除去那些

与民国国体相抵触的部分。但南京临时政府存续时

间太短，很多法治理想并未付诸于实践，即便如此，

其对司法独立理念的追求，影响和推动了之后北京

政府时期司法体制之建构。

（一）建立“四级三审制”的初衷

北京政府时期，司法体制在大体沿用清末改

革的成果之外，还做了一些变革。1912年3月15日，

北京政府将前清《法院编制法》公布为《暂行法

院编制法》，［1］继承了前清四级三审及审检合署

的司法机关体系。在审判机构设置上，北京政府

起初采四级普通法院制，中央司法机构为大理院，

地方审判机构包括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

级审判厅。

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主要审理不服高

等审判厅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以及依法属于大

理院特别管辖权的案件。此外，还对国家法律拥有

解释权、组织审判大总统的法庭以及受理选举诉讼

上诉之权。大理院设院长一人，综理全院事务，并

监督院内行政事务。大理院下设民事庭和刑事庭，

各庭设庭长一人，推事若干人。审理案件时，由推

事五人组成合议庭，以庭长为审判长。大理院还设

有民刑事处，下辖民刑事科，各设推丞一人，由某

庭庭长兼任，监督本科事务，并决定案件分配。大

理院因沿革和法制上的理由，与司法部处于平行地

位。“司法部所颁行行政规则，于大理院向不适用”，

“所有大理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均由大理院院长自

定规则，监督施行。”［2］大理院人事任免案、惩

戒案、预算案虽由司法部长转呈，但后者不得拒绝

或修改。按照《暂行法院编制法》第40条规定：“各

省因距京较远或交通不便，得于该省高等审判厅内

设大理分院。”第 41 条规定：“大理分院得仅置

民事一庭、刑事一庭。”第 42 条规定：“大理分

院推事除由本院选任外，得以分院所在高等审判厅

推事兼任之，但每庭以二员为限。”第 44 条规定：

“大理分院各庭审理上告案件，如解释法令之意见

于本庭或他庭成案有异，应呈请大理院开总会审判

之。其分院各该推事应送意见书于大理院。”［3］《暂

行法院编制法》第 42 条与第 44 条都是对变通设置

的大理分院进行一定的规范，首先，兼任推事不得

过半数（大理院分院审判实行合议制，以推事五人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其次，大理分院的裁判受

到“成案”的约束，如果其裁判与“成案”不符，

则应交由大理院最终裁决。分院除没有解释法律的

权力外，其审判职权与大理院相同。但实际上，北

京政府时期大理院从未设立过分院。

高等审判厅设于省会城市，为一省的最高审判

机关，主管全省的民刑审判。其管辖范围包括：不

服地方审判厅第一审判决而控诉的案件；不服地方

审判厅第二审判决而上告的案件；不服地方审判厅

的决定或命令而抗告的案件。设厅长一人，下设民

事庭和刑事庭。由推事三名或五名组成合议庭，由

庭长任审判长。根据《暂行法院编制法》第28条规定：

“各省因地方辽阔或其他不便情形，得于高等审判

厅所管之地方审判厅内设高等审判分厅。”高等审

判厅分厅的职权与高等审判厅基本相同。该法第 29

条规定：“高等审判分厅得仅置民事一庭、刑事一

庭。”第 30 条规定：“高等审判分厅合议庭推事

除由本厅选任外，得以该分厅所在地方审判厅或临

近地方审判厅之推事兼任之。但三人合议庭每庭以

一员为限，五人合议庭每庭以二员为限。”［4］

地方审判厅设于较大的商埠或中心县，所管辖

的案件包括不服初级管辖法庭的判决而控诉的案

件，不服初级管辖法庭的决定或命令而抗告的案件，

除大理院特别管辖以外的初级管辖案件。其第一审

案件一般采用独任制，第二审案件采用合议制，由

推事三人组成合议庭。

各府治之首县，设初级审判厅一所或二所，为

审判机构的最基层。初级审判厅审理第一审的轻微

［1］唯一的变化就是将颇具帝制色彩的大理院正卿、

少卿的官名取消，大理院改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

［2］黄源盛：“民初大理院”，载黄源盛：《民初法

律变迁与裁判》，台北政治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

年版，第 34 页。

［3］北京政府司法部编印：《改订司法例规》，司法

部 1922 年版，第 61-62 页。

［4］北京政府司法部编印：《改订司法例规》，司法

部 1922 年版，第 60-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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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或诉讼标的价值较小的民事案件。1915 年

6 月，全国所有初级审判厅和部分地方审判厅被废

除，司法体制自此变为三级三审制。

在检察机构的设置、权限上，北京政府与清末

大体相同。在中央设总检察厅作为国家最高检察机

关，行使对案件审判的检察权。在地方设立高等检

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检察厅分别设置

于该级审判厅官署内，由检察长、检察官组成。虽

采取审检合署，但大理院和各级审判厅与各级检察

厅互不统属，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实乃审检并立。

其职权包括：对刑事案件负责行使侦查、提起公诉

与监督判决执行等检察权；对有关社会公益及风俗

的民事案件，以国家代表身份参加。1912 年 8 月，

改总检察厅“厅丞”为“检察长”。1915年6月20日，

北京政府修正《暂行法院编制法》，删除关于初级

检察厅的规定，初级检察厅随初级审判厅一起被裁

撤。之后，北京政府陆续设立审检所、县知事兼理

司法和县司法公署，县级检察权的归属发生变化，

转为掌握在县知事手中。

（二）新式司法机构的裁撤与分支机构的

建立

1912 年 12 月，北京政府第一次中央司法会议

通过司法总长许世英拟定的“司法计划书”。计划

从 1914 至 1919 年，筹办全国法院：“统计全国应

设院、局二千有奇，分为五年设备，每年至少期以

成立五分之一为率，扣至第五年一律完成。”［1］

而后，在1913年 9月，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前

饬各省设立司法筹备处，本为预策进行。目前各处

未设法院有无余力扩充，尚待从长计划。所有各省

司法筹备处应即一律裁撤。”［2］1914 年 4 月，由

于各省行政与军事长官的倡议，加以司法人才的缺

乏与财政等现实因素的考量，政治会议作出决定：

“各省高等审检两厅，与省城已设之地方厅，照旧

设立。商埠地方厅酌量繁简，分别去留。其初级各

厅，以经费人才两俱缺乏，拟请概予废除，归并地

方。”［3］根据会议决议，全国地方审判厅裁去2/3（共

90所），京外初级审判厅则全部裁去（共135所）［4］。

至此，四级三审制名存实亡，司法体制事实上变为

了三级三审制。1916 年 2 月修正公布的《暂行法院

编制法》则从法律上取消了初级审检厅。

多数地方审判厅被裁撤后，“人民上诉每感不

便，中央为谋补救济”，北京政府于是令各省高等

审判厅，就省内各县指定若干县，使其可以受理临

县的上诉案件。但各县级别相同，以甲县作为乙县

之上诉机关，其审理上诉之时，难免有因循顾忌之

虞。“另置上诉机关之需要日急一日”，于是改为

在道署［5］设置司法人员以受理一定范围内的上诉

案件。该设置以“去省较远而附近又无上诉机关之

道”为限，其对事的管辖权受到一定限制，并且规

定一旦各处高等分庭设置成立，该司法人员便应立

即裁撤［6］。1914 年 9 月 24 日，北京政府颁布《高

等分庭暂行条例》，在《暂行法院编制法》规定的

高等审判分厅之外，又规定在距离省城较远的地方，

可暂设高等审判厅分庭于道署所在地，以缓解诉讼

之压力。高等分庭置推事三人，以合议方式审理案

件。高等分庭对事的管辖权小于高等审判厅及其分

厅，民事上诉标的与刑事上处罚超过一定限度，则

由高等审判厅直接受理。但如有移送不便情形时，

可以由高等审判厅委托高等分庭代为受理，但其判

决仍由高等审判厅核定后方可宣告；当事人若不愿

由高等分庭代为受理，也可声明抗告［7］。

初级审检厅全部裁撤后不久又有不便，北京政

府旋即开始设立地方审判厅分庭。地方审判厅分庭

之制始于 1914 年，当年初级审判厅被裁撤，地方

［1］许世英：《司法计划书》，载《法政杂志》1913

年第 2 卷第 10 期。

［2］《撤销司法筹备处》，载《司法公报》1913年第2期。

［3］李启成：“民初覆判问题考察”，载许章润主编：

《清华法学》（第 5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1 页。

［4］《司法部三年份办事情形报告》，载《司法公报》

1915 年第 34 期。

［5］道（守道）乃清朝的一级区域，民国成立，道存

而未废，全国总计有90余道。1913年 1月北京政府颁布《划

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各道之长官为观

察使；1914 年 5 月又颁布道官制，在各道设行政公署，其

长官为道尹。道署是北京政府时期省与县之间的唯一行政

组织。参见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下册），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80-482 页。

［6］聂鑫：《近代中国审级制度的变迁：理念与现实》，

载《中外法学》2010 年第 2 期。

［7］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下册），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7-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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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厅受理案件骤增，诸多积压；且初级案件归并

地方审判厅为第一审，其第三审均上诉于大理院，

使得大理院业务量剧增。于是司法部于同年 3 月 13

日饬令前京师地方审判厅在初级审判厅原署设立地

方分庭，将初级案件归其管辖。1915 年 5 月 7 日，

司法部又通令各省仿照京师办法一律设置地方审判

厅分庭。1917 年 4 月 22 日，司法部厘定《暂行各

县地方分庭组织法》14 条，颁行各省，将此制度推

及各县［1］。至此，所有已设地方法院区域内均得

于附近各县政府内设置地方分庭，以县行政功能

区域为其管辖区域，即称为某地方审判厅某县分

庭。在其管辖区内原属于初级或地方审判厅第一

审管辖的民刑案件，均归该分庭审理。对于分庭

判决的上诉，原初级一审管辖案件上诉于地方审

判厅，地方审判厅一审管辖案件则上诉于高等审

判厅或其分厅。同时，《暂行法院编制法》进行

了相应修订，即在地方审判厅内设简易庭，受理

原属于初级审判厅一审管辖的案件，这其实是将

同一法院强分为两级，以贯彻所谓四级三审制。

由于受制于现实因素，简易庭之制仅限于京师和

一些省份，未普遍设置［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提出了收回列强

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诉求，北京政府对此做出了反

应。1919 年 6 月，财政部、司法部拟定了添设法

院之计划，即拟分两期共二十年完成全国法院的普

设：先就第一期的五年作了安排，共设高等分庭

40 所、地方厅 188 所；第二期视第一期执行情况另

定［3］。但由于各项经费预算庞大，原定于 1919 年

执行的计划经国务会议议决推迟一年，而后变成无

限期搁置。至 1926 年，北京政府控制区域内共有

新式法院 139 所，其中大理院 1 所，高等审判厅 23

所，高等审判分庭 26 所，地方审判厅 66 所，地方

审判分庭 23 所［4］。

（三）传统司法模式的复活

北京政府初期，各县并未普设初级审判厅。

1912 年 3 月，未设审判厅各县在县知事公署内设审

检所。审检所设帮审员一至三人，办理其管辖境内

第一审民刑案件及邻县初级管辖的上诉案件。帮审

员除审理诉讼外，不可兼任本县之行政事务。检察

事务由县知事负责，但人员由县知事呈请高等审判

厅委用。因此，我们也能看出，帮审员与兼任检察

之县知事基本处于对等地位，初显民初司法独立之

精神。对于帮审员之裁决的上诉，原初级一审管辖

案件上诉于地方审判厅，其距离地方审判厅较远者

可上诉于邻县之审检所；地方审判厅一审管辖案件

则上诉于高等审判厅或其分厅。这种制度实行了一

年多，全国2000多个县中设立了900多所审检所。

但实际中，审检所的运行受到了县行政权力的干预，

未能长期存在。随着 1914 年 4 月县知事兼理司法

制度颁行后，审检所制度即被废弃。

1914 年 4 月，鉴于既无法设立初级审判厅，又

无法推行审检所制度，北京政府决定分不同情况，

在各县设置不同的司法组织。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县，

设立地方审判分庭或地方刑事简易厅；在条件较差

的县，实行县知事兼理司法。1914年4月5日颁行《县

知事兼理司法暂行条例》与《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

章程》，行县知事兼理司法之制。原属初级审判厅

或地方审判厅管辖的一审民刑案件，由县知事审理。

因县知事事务繁忙、无法专注于司法审判，县政府

内又设承审员一至三人以辅助县知事审理案件。承

审员由县知事呈请高等审判厅厅长核准委用，在事

务较简之地方，亦可暂缓设置。设有承审员各县，

属于初级管辖案件由承审员独自审判，用县政府名

义行之，但由承审员独自承担责任；属于地方管辖

案件，可由县知事交由承审员审理，其审判由县知

事与承审员共同承担责任［5］。此时，承审员完全

沦为县知事的从属人员，较之前审检所时期的帮审

员无疑是一种倒退。县知事兼理司法之现象是传统

司法行政合一制的复活，与民国初年提倡的司法独

立精神相违背。民初以来长期任职于司法部门的阮

毅成就认为此制度有如下弊端：其一，“以一县之大，

［1］王用宾：《二十五年来之司法行政》，载《现代

司法》1936 年第 1 期。

［2］钱实甫：《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27 页。

［3］《添设厅监分年筹备事宜》，载《司法公报》

1919 年第 109 期。

［4］欧阳正：《民国初期的法律与司法制度》，载

那思陆：《中国审判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第 342-343 页。

［5］秦烛桑编述：《法院组织法》，北京中国大学讲

义 1942 年版，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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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二承审员包办民刑诉讼、履勘、验尸、执行判决，

职重事繁，难期‘妥’‘速’”；其二，承审员待

遇清苦，且不具备法官身份，以至“中才之士”也

不愿担任承审员；其三，县长往往干预司法，以彰

显其“威信”；其四，县政府为行政机关，县长为

了达到行政目的，可能会结交、迁就士绅，由此影

响承审员公平判决。［1］1914 年 9 月，在该制度实

行后不到半年，北京政府即颁布《覆判章程》，规

定由县知事审理的刑事案件无论被告人上诉与否，

都须限期将案卷等移送高等审判厅或其分厅审查，

以济兼理司法之弊［2］。在 1916 年司法会议上，各

界人士对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作出批评，主张废除。

为了进一步革除县知事兼理司法之弊，北京政

府于1917年5月1日公布《县司法公署组织章程》，［3］

规定凡未设初级审判厅之县原则上应设立县司法公

署。县司法公署所在地的所有初审民刑案件，不分

案件轻重均归该公署管辖。县司法公署设于县行政

公署内，由一至两名审判官与县知事组织之。审判

官由高等审判厅厅长依《审判官考试任用章程》办

理，并呈由司法部任命之。审判官专门负责审判事

务，不受县知事干涉。县知事则处理检举、缉捕、

勘验、递解、刑事执行及其他检察事务。《县司法

公署组织章程》是对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之弊端的

一次改革，但实践中仅有少数县设置了司法公署，

县知事兼理司法仍然存在。时人认为正是该章程第

1 条所谓的“原则性规定”造成了“例外”的滥用，

“其章程第一条，即明定得因特殊情形呈准缓设，

而开方便法门，而各省多借词不办，其已筹办之少

数省份，率复旋即废止，无人理会，……是故终北

京政府时代，全国兼理司法之县数恒在百分之九十

以上。”［4］直至 1922 年后，各县才开始设有县司

法公署。据统计，至 1926 年，全国 2000 多个县中

只有 46 个县设有司法公署，县知事兼理司法衙门

多达 1800 所［5］。也就是说，多数县仍由知事兼理

司法审判，以致于多国调查中国法权委员会的报告

中说到：“现在中国诉讼之大部分仍受此等县知事

公署之管辖，故此种现状，亟待改良。”［6］

可以说，北京政府时期的司法体制基本上是一

种二元体制，即中央与省一级由新式司法机关办理

案件，独立行使审判等司法权；而地方基层则基本

沿用旧制，由行政兼理司法。

二、北京政府时期江宁地区司法机
构运作之真实场景

在全国司法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江宁地区

的司法机构运作情况是一个标本。它具体反映了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司法机构改革所存在的问题，

并以丰富的细节展示了当时中西司法理念交织和

博弈的状况。

（一）江宁地区司法机构的设置情况

北京政府时期，江宁地区的省级检察机构为江

苏第一高等检察分厅，地方基层检察机构为江宁地

方检察厅和江宁初级检察厅。1912 年，江苏第一高

等检察分厅成立，地址设在清末财政公所，管辖 21

处地方检察厅，即除原设的江宁、丹徒两处外，还

有江浦、六合、句容、溧水、高淳、丹阳、金坛、

溧阳、江都、仪征、高邮、兴化、宝应、泰县、东

台、南通、如皋、泰兴、海门等 19 处。在管辖境

内代行高等检察厅职权，除负责高等审判分厅管辖

的一审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等业务外，同时负责

有关地方厅及初级厅上诉案件等检察事务。江宁地

方检察厅于 1912 年建立，虽沿袭了前清的名称，

但改隶于江苏第一高等检察分厅，检察长为刘焕业。

北京政府建立后，改令高等总厅推事叶玉森调充江

［1］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03 年版，第 283-284 页。

［2］李启成：《民初覆判问题考察》，载许章润主编：

《清华法学》（第 5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87-203 页。

［3］钱端升先生所著《民国政制史》一书认为，县司

法公署始于 1914 年审检所废止后，与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

同时产生；在制度上前者是原则，后者为例外。但王用宾、

秦烛桑等人均认为县司法公署之创设乃是解决县知事建立

司法制度之弊端，始于 1917 年。考虑到《县司法公署组织

章程》颁布于 1917 年，笔者采用后一种说法，认为县司法

公署制度后于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而创设。

［4］王用宾：《二十五年来之司法行政》，载《现代

司法》1936 年第 1 期。

［5］欧阳正：《民国初期的法律与司法制度》，载那

思陆：《中国审判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第 342-343 页。

［6］《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载《法律评论》

1926 年第 182 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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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江宁地方检察厅沿用清末《法

院编制法》规定，除负责原审案件等检察事务外，

同时负责初级厅的上诉案件的检察事务。管辖范围

除了原来的第一、第二初级检察厅外，还管辖和清

末江宁地方检察厅所辖范围一样的21个县。同年，

增设江浦、六合、句容、溧水、高淳等县地方检察

厅，隶属于江苏第一高等检察分厅。1913年10月，

北京政府“裁厅加俸、从新组织，迨至七月江宁乱

事发生，司法无从取给，有勉尽义务者，有暂行解

散者，机关虽然存在，几几不绝如缕，十月奉司法

部决议将各厅裁并，改为审检所”。［1］江宁第一、

第二初级检察厅并入江宁地方检察厅；江浦、六合、

溧水、句容、高淳的地方检察厅均被裁撤。12 月，

北京政府推行“裁撤府州厅设道”的行政区划章程，

南京府被改为江宁县。1914 年，置金陵道于江宁。

该年 4 月，北京政府令裁撤司法机构。8 月，江苏

第一高等检察分厅被指令撤销，江宁地方检察厅直

隶于江苏高等检察厅。1922 年，江宁地方检察厅

管辖区域发生变化，将武进、无锡、江阴、宜兴、

靖江、溧阳 6 县划归吴县地方检察厅。1923 年，将

丹徒、丹阳、金坛、扬中、江都、泰县、泰兴、如

皋、仪征 9 县划归丹徒地方检察厅，江宁地方检察

厅所辖仅江宁、六合、江浦、溧水、句容、高淳 6

县。厅内除置检察长外，置首席检察官辅助检察长

工作。［2］

江宁地区的省级审判机构为江苏高等审判厅第

一分厅，地方基层审判机构为江宁地方审判厅和江

宁初级审判厅。1912 年，江苏高等审判厅第一分厅

成立，地址设在清末财政公所，其内设机构有刑事

庭、民事庭、书记室等。其案件管辖范围与江苏第

一高等检察分厅相同，为21个府、县地方审判厅、

初级审判厅的上诉、再上诉案件。其第一审案件以

北京政府大理院为上一级审判机关。1912 年 1 月，

江宁地方审判厅成立，虽沿袭了前清的名称，但内

设机构及辖区范围有所变化，审判厅内设机构有刑

事庭、民事庭、民事执行庭，并附设律师处、检察

厅、监所等机构。3 月，江宁地方审判厅辖区扩大，

除管辖原第一、第二初级审判厅，还管辖和江宁地

方检察厅所辖范围一样的 21 县初级审判厅的上诉

案件。江宁地方审判厅的初审案件，以江苏省高等

审判厅第一分厅为上一级审判机关。1913年10月，

江宁第一、第二初级审判厅撤销，合并于地方厅；

六合、溧水、高淳、江浦等县的地方厅分别改为审

检所。至此，江宁地方审判厅管辖的无锡、江阴、

宜兴、靖江、溧阳、丹阳、金坛、泰县、泰兴、如皋、

仪征、江浦、六合、溧水、句容、高淳等 16 县均

为审检所。1914 年，北京政府为削减司法经费，裁

撤江苏第一、第二高等审判分厅（驻清江浦，今淮

阴市），江宁地方审判厅改以江苏高等审判厅（驻

苏州）为上一级审判机关。同时，废止之前设立的

16 个县的审检所，复行县知事兼理司法。1922 年 7

月，吴县地方审判厅成立，和江宁地方检察厅一样，

原江宁审判厅所辖的 6 县上诉案件划归吴县地方审

判厅管辖。1923 年 1 月，丹徒地方审判厅成立，和

江宁地方检察厅一样，原江宁地方审判厅所辖的 9

县上诉案件划归丹徒地方审判厅管辖。江宁地方审

判厅仅管辖六合、江浦、句容、高淳、溧水、江宁

6 县的上诉案件。基层司法仍由县知事兼理。［3］

（二）江宁地方审检厅之惨淡经营

民国初年，地方司法机关的建设举步维艰。经

费短缺以致司法经费不能按时拨给下级司法机关，

地方司法机关有时不得不权宜挪用司法收入，有时

不得不停发职员薪俸。

以江宁地方审判厅为例：

江宁地方审判厅为呈请事

窃本厅经费，领至七月份止，曾经报销在案，

所有七月份经费，前经具呈请领未奉给发。是月

十五日宁垣乱作交通阻隔，本厅就近请示第一高等

分厅，当以司法亟宜维持，保全所有在厅各员役未

便解散。惟本厅自七月份起，经费未领分文，只有

权宜办法，暂就诉讼保证金项下，先行挪用以便维持。

除七月十五日以前乱事并未发生，诉讼正在进行，

本厅各员役自应照支薪膳。七月十五日以后，推事

以上各职员暂不支薪，主薄以下各员役薪缮既微生

［1］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首都志》，民国

24 年（1935）南京正中书局铅印本，第 611 页。

［2］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检察志》，

海天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11、19 页。

［3］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审判志编纂委员

会编：《南京审判志》，方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

19-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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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亦窘，均照支给至八九两月。厅中既无经费当经，

声明暂尽义务。其时危城坐困，各员自推事以下核

其实，在住厅之人均酌量作为支借，其伙食暂由厅

开支，丁役工食仍照支给，费用较省。计自七月份

扣至九月二十四日止，本厅经费既未领有分文，只

得照维持办法，暂在本厅诉讼保证金项下挪用理合

造具清册，并声明挪用情由。呈请钧处核销，并请

照数给领以备归款实为公便，再前奉均函内开办法，

承发吏公役，月给及禄事书记，均属不可省之款。

现在诉讼继续进行，据各该员役到厅声称均以家遭

兵祸生计困难，所有八九两月薪膳除支借外，可否

照数给发俾得安心办公，合并代陈伏候，酌夺施行。

谨呈江苏高等审判总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长杨。

夏仁沂

中华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

这是江宁地方审判厅厅长夏仁沂于 1913 年递

交给江苏高等审判总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的呈

请。江宁地方审判厅于 1913 年 7 月 15 日，因战乱

且交通受阻，只能就近向江苏第一高等分厅请示领

发 7 月份之后的司法经费，但是未领取分文，故只

能先从诉讼保证金项下挪用钱款。除了 7 月 15 日

之前应照例发给薪水外，7 月 15 日之后，自推事以

上的的职员就暂时不发给薪水，主薄以下的职员，

因为生计艰难，所以给他们发放了 8、9 两个月的

薪水。从 7 月起至 9 月 24 日为止，该厅仍然没有

领到经费，只能从诉讼保证金中挪用开支。该厅希

望江苏高等审判厅能够按照数目拨给款项以发给职

员工役薪俸以及还补之前的借款。

因此，我们可以从该档案中看出：民国初年，

江宁地方审判厅维持正常工作之艰难，甚至有可能

面临解散之危困，经费短缺以致无钱可用又兼战乱

不断，有时交通阻隔以致行政不畅，地方司法机构

运作之艰难可想而知。该时期江宁地方审判厅司法

经费入不敷出的现象从整理的档案数据中可以清晰

呈现（见表 1）。

表 1  江宁地方审判厅民国二年司法收支表（单位：元）［1］

项目月别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上月结存 126.04 129.44 143.96 84 10 0

新收 1398 1398 1398 1332.5 1332.5 1332.5

开除 1394.6 1383.48 1457.94 1450.77 1405.33 1421.99

项目月别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结存 129.44 143.96 84 -118.27 -72.83 -89.49

项目月别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上月结存 0 0 0 -1957.36 -1221.23 1361

新收 0 0 0 1998.25 1332.4 1608

开除 899.57 495.48 472.8 372 1228.16 1737.77

结存 -899.57 -495.48 -472.8 -1221.23 -1361 -1480.78

再以江宁地方检察厅为例：

江宁第二初级审判厅帮办推事刘国桢呈

高等检察厅长钧鉴，窃国桢于前清宣统二年

十一月委任江宁地方检察厅典簿，厅中开办之始，

规模未备，一切组织需款甚多，前（宁）清宁藩司

以司法款未指定不能给领，若当时拘泥待款，必难

如期开办，不免有放弃之虞，不得已由国祯四处借

贷以期勉力进行。后数月，虽奉发薪水额支等项，

而活支仍未核发，事事掣肘，在在为难，亦系借贷

应用所借之款均向前检察厅长戴宗焘声明，非个人

私挪可比，是典簿之职权，虽经手银钱而厅长则负

完全责任者也，三年五月，检察长刘焕接任戴检察

长，以借款未还难以交卸，嗣与刘厅长磋商列作移

交。已经承认迨六月间领到开办费即将开办借款择

要匀还，七月间领到自开庭起至闰六月底止活支银

一千两，按之前清提法司批定月领活支数目已有缺

欠，即查核厅中实在用途亦属不敷，嗣刘厅长以款

难请领，纵属不敷暂行核收以济眉急。至于典簿所

挪借之款可以缓偿者暂缓之，此不过为一时权宜之

计也，七八九月活支全未领下，所有用项无非东撦

西扯，竭力顾全。适武汉起义，张勋负嵎自固宁城，

扰乱不堪，领款皆归无著，十月光复后，审检两厅

依旧成立，国祯由刘厅长呈请改任初级审判厅帮办

推事，职守既已迁，转而经手事件亟应清结，祗得

将账簿检察齐交出，通盘核算，除将领款及未缴状

纸并罚金抵用外，计借欠商店之款共洋二百一十余

元尚未清偿。前经请求刘厅长设法了结。彼虽知其

中事实，惟限于报销，不免为难，必须呈明钧厅而

后可。现在事逾数月，各处追呼急于星火，佥谓公

［1］《江宁地审厅收支四柱清册及额支杂支各疑清

册》：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全宗号 206，目录号 4，

年代号 1913-1914，卷号 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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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款为国祯所移挪遂至不能履行其债务，信用已

失，催逼难堪，再四思维计无所出，特此呈厅长格

外成全，俯念国祯因公受累，无力填赔其借欠之项，

应如何酌量偿还之处指令江宁地方检察厅准照办

理，俾国祯得以卸经手之责而免受追索之苦，不胜

屏营待命之至。除呈都督府外专肃敬颂。

均安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九号［1］

这是江宁第二初级审判厅帮办推事刘国桢于

1912 年 7 月递交江宁高等检察厅长，希望其督促江

宁地方检察厅偿还公债的呈请。刘国桢是清宣统二

年十一月（1910年11月）江宁地方检察厅的典簿。

江宁地方检察厅在设立伊始就没有领到宁藩司的司

法款，而后由刘国桢四处借款才使得江宁地方检察

厅得以初建。几个月后，虽然领发了薪水，但是先

前的建设款项仍迟迟没有到账。一直到 1911 年 7

月，才领到了自开庭以来的活支银 1000 两，但这

与当时提法司批定的月领活支数目相比还是远远不

足的。到了接下来的 7、8、9 三个月份，活支则全

未到账。民国成立后，刘国桢改任江宁初级审判厅

帮办推事。他核算账簿，除了领款及未缴状纸并罚

金抵用外，还欠 210 余元大洋尚未清偿。现已过去

数月，虽是因公借款，但他个人却被四处追债，因

此他要求江宁高等检察厅指令江苏地方检察厅酌情

偿还。虽然该债务源自前清江宁地方检察厅开办之

时的借款，但直至民国初年，该款项尚未还清。可

见，民国初年的江宁地方检察厅之惨淡经营［2］。

（三）举步维艰的江宁初级审检厅

辛亥革命后，基于经费的匮乏，江苏省临时议

会曾提交议案，讨论废除初级审判厅，将清末四级

三审制的司法体制改为三级三审制。对于该议案，

时任江苏省都督的程德全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废除

初级审判厅有两个弊端：第一，“废除初级厅之一

阶，是第三审必赴北京大理院上诉，民间冤抑必致

含忍不白，无所控告，且限令各县地方厅受理第一

审，是第二审即须赴高等厅，全省共只三高等厅，

管辖辽阔，道里遥远，各县民刑事件重大者固属

不少，而轻微者实亦甚多，亦须于高等厅所在地诉

之，舟车跋涉，远道奔波已属困难，贵会以管辖事

件，界限不易分析为虑，议于一省之中，只设高等

地方二级，名曰三级三审制，实则两级两审”；第

二，如若“将原设各初级厅一律裁撤，意以审级变

更，初级势难复存，且各县或设或否，似属不均为

虑，但审级一层，本宜酌量地方习惯，并应与全国

一律，若骤议变更，必至戾于事实……且法院编制

法及民刑诉讼律均沿四级三审之旧制，标准一淆，

必致从违莫决，推其流弊，势不至适用，乘方执行

错谬不止”［3］。然而，对于程德全的呈请，省临

时议会还是决定废除初级审检厅，并削减初级审检

厅之预算经费。而后，程德全函电司法部，称“各

省审级制度是否全国一致，苏省原有四级三审，根

据法院编制法，光复后，各县因地方便宜，亦多设

置初级，上海一埠尤不可少，顷临时省议会议决裁

废初级，事关变更，置急待解决，是否与大部规划

相符，祈讯赐核复”。随后，江苏省提法司长郑言

也就此事函电司法部次长，“苏省议会议废初级问

题呈由程都督，于五号电请核复，刻各县因办事不

便，电争免裁，司中因未奉复电，碍难解决”［4］，

希望得到司法部的回复。对于都督与提法司的呈

请，司法部随即回复道：“查司法机关应根据法院

编制法划分区域，按级设立，现值民国新造，法院

编制法尚未颁布，所有全国司法机关如大理院高等

地方初级各审计厅，自应照前清法院编制法四级三

审制度，已设者无庸废止，未设者俟将来法院编制

法颁布后逐渐增设……贵都督议会对于司法机关应

请照旧办理，俟将来民国法院编制法颁布后一体遵

从，庶足以示统一而清权限，烦贵都督议会即行查

照可也。”［5］至此，对于审级问题的讨论暂告结束，

而此前省议会削减的初级审检厅之预算经费也予以

追加。初级审判厅的设置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其运

［1］《刘国桢偿还公款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档

案馆，全宗号 206，目录号 1，年代号 1910，卷号 17。

［2］何东：《民国初年司法诸相：司法转型与试法的

人们——以江宁地方司法档案为例》，载《法律史评论》

2012 年卷（总第 5 卷）。

［3］《都督咨省议会覆议初级未便废止文》，载《江

苏省司法汇报》1912 年第 4 期。

［4］《提法司上北京司法部请核覆初级存废问题电》，

载《江苏省司法汇报》1912 年第 4 期。

［5］《关于初级存废问题往来公文汇录》，载《江苏

省司法汇报》19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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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却不容乐观。上文中已提到江宁地方审检

厅的财政窘境，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其下级司法机

关——江宁初级审判厅和江宁初级检察厅之运作

情况：

卸任宁第二初级检察厅为呈核销事，窃查本

厅收支经费，自民国元年元月分起至六月底止，

每月领湘平银二百二十二两，除支用外，计不敷

用湘平银十八两一厘。七月分，奉饬初级审检两

厅月共支领洋四百元。本厅因调查费、押犯口粮

两项开支破钜，月仅领洋二百元实属不敷。七月

分收支两抵，计不敷用洋七十五元九角一分三厘。

八月分计不敷用洋四十六元二厘，九月分计不敷

用洋五十元六角一分，十月分计不敷用洋五十六

元七角一分九厘，连六月底札欠不敷用银十八两

一厘，照收合洋二十五元三分六厘，共计不敷用

洋二百五十四元二角八分，此项不敷之款已陆续

于本厅收入状纸费罚金项下暂拨借用。此项开支

均属实用实销毫无冒滥，理合将收入清册连同收

入罚金状纸费清册一并具文，呈请司长鉴伏乞赏

准核销，实为公便再查。押犯口粮一项，自六月

以前，向由审判厅开支，七月分因地方厅遵省议

会案改归检察厅开支后，于是初级厅亦一律照办，

为地方厅另有押粮支款之规定，初级厅一文莫名。

前呈奉都督指令内开初级厅，规定每区四百元，

并非限定每厅以二百元为率，饬即会商同级审厅

办理，且指吴县上海初级为比例，当即咨准吴县

初级，咨复内开本厅自七月间核减经费，后奉司

长开示，月支款项册规定，审检厅每月各支二百元，

所有人犯口粮系归审厅开支，当即遵照办理等因

正在呈请示遵间，适奉饬交替查此项押粮，若照

吴县初级来咨照办，除七八九十四个月内审厅应

扣还检厅洋一百十一元九角五分五厘。总上审厅

应拨还检厅之洋计算，检厅不敷用洋一百四十二

元三角二分五厘，合并声明。［1］

从这段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江宁第二初级

检察厅从 1912 年 1 至 6 月，每月的经费是湘平银

220 两（约 1.383 大洋），7 月份以后改为银元，

初级审检两厅合在一起每月能支领 400 元，其中

初级检察厅每月能领到 200 元。但是该检察厅每

月的调查费、在押犯人口粮两项开支很大，仅仅

200 元是不够的，到当年 10 月份为止一共不足经

费合计银元 254 元 2 角 8 分。而这些已陆续通过

借用检察厅所卖得的状纸费罚金等项下暂拨。在

押犯口粮6月份以前是由江宁初级审判厅开支的，

7 月份开始则遵照省议会案改归由初级检察厅开

支。但是按照江苏提法司同意的吴县上海初级审

检厅的做法，审检厅每月各支 200 元，但所有在

押人犯口粮归初级审判厅开支。所以要是按照吴

县初级审检厅的做法，交上审判厅应扣还检察厅

110 元 9 角 5 分 5 厘大洋，检察厅共举债 142 元 3

角 2 分 5 厘大洋［2］。

基于初级审检厅的艰难处境，江苏省于 1914

年裁撤各初级检察厅，在此之前江宁地方检察厅下

分设有第一初级检察厅和第二初级检察厅，裁撤之

后并入地方检察厅，称为江宁附设初级检察厅，仍

受理初级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江宁附设初级检察厅为呈请事

窃查前江宁第二初级检察厅录事丁嵩年，因

公垫用款项，呈请转呈给领前来曾经据情转呈在

案，本月一号奉钧厅第一百三十三号指令，内开

呈清册已悉，该录事垫用之款，既由该检官饬挪

又经核无浮滥，当系实在。仰即由该厅收入项下

照拨归垫，于月终具报时声叙备查。至该禄事在

厅供职有年，不无微劳，所请存记之处亦应照准

等，因奉此鸿恩高厚，感级同深。遵查该录事垫

用各款既经奉饬照拨，自应照办，惟本厅既系初

级范围，收入寥寥无几。况自附设地方厅，以后

所有收入均交由地方厅汇总具报。本厅既无支配

之能力，又乏造报之权限，实属无从令之。后检

察官曾与地方厅邱检察长恳商酌拨，该厅虽有收

入余款，而以未奉钧厅指令为辞。而该录事困苦

情形殊堪悯恻，迫不得已，为有备文，再为呈请，

仰恳厅长俯念该录事既系被裁人员，又属因公垫

用，值本厅无款可拨之际，可否恩准指令江宁地

方检察厅由收入项下照拨归垫□由该厅于月终具

［1］《胡士海等不服判决控告状纸》：江苏省南京市江

宁区档案馆，全宗号206，目录号3，年代号1912，卷号49。

［2］何东：《民国初年司法诸相：司法转型与试法的

人们——以江宁地方司法档案为例》，载《法律史评论》

2012 年卷（总第 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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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时声叙备查之处出，自逾格鸿施是否有当□伏

祈指令饬遵谨呈江苏高等检察总厅厅长徐。

检察官伍步楹

中华民国三年三月五号呈［1］

这是江宁附设初级检察厅于 1914 年 3 月递交

给江宁高等检察厅厅长，希望指令江宁地方检察厅

为其厅一录事之前所垫之款照拨归还的呈请。江宁

附设初级检察厅即为前江宁第二初级检察厅。该厅

一录事此前因为公事自己拿钱垫用而现在即将被裁

去职务，希望拨给钱款还于该录事。之前该厅已经

就此事呈请过江苏高等检察厅，高等检察厅也于当

月下发钧令准予由该厅收入项下拨款归还，并要求

在月终之时上报此事以备查验。但是该厅是初级检

察厅，即检察系统的最底层，司法收入甚微，并且

自从附设于地方厅之后，所有的司法收入都上交给

了地方厅。该厅既没有支配司法收入的能力，也无

造报的职权，没有办法从该厅的收入中拨给钱款以

偿还该录事。之后该厅的检察官就此事与地方厅邱

检察长商议希望可以由地方厅拨给钱款来偿还，但

是地方厅以没有高等厅的指令为由不予同意。该检

察厅就再次呈请高等检察厅，希望可以指令江宁地

方检察厅由其司法收入项下拨款以归偿该录事，并

由地方检察厅于月终时具报此事备案。该档案反映

了民国初期关于江宁初级检察厅无款可拨，以致需

由录事先行垫付钱款，之后也无钱归还该录事的真

实窘况。

前文已提到，江宁地方审检厅的财政状况令人

堪忧，上级司法机关如此，作为下级司法机关的江

宁初等审检厅更是入不敷出，上述档案即可证明。

这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司法机构在实际运行中的

艰难和曲折，尤以地方基层司法机关为甚。事实上，

纵观江宁司法档案，初级审检两厅司法经费大多是

入不敷出，只能东挪西凑，勉强维持。

三、江宁地区近代司法机构改革遇
阻之原因分析

江宁地区近代司法机构改革遇到了很多问

题，主要表现为江宁地方审检厅和江宁初级审检

厅的财政困境，导致初级审检厅被废除、司法机

关停发职员薪俸，甚至挪用诉讼保证金等现象频

繁发生。这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既有传统

司法文化的惯性效应，也有其现实困境。这些综

合起来，展现了江宁地区近代司法机构改革的复

杂图景。

（一）司法经费短缺的尴尬局面

根据 1915 年《司法公报》上公布的《关于司

法经费之核定及概算各事项》，可知北京政府初期，

司法经费拨给之拮据：

改革后各省办理元二年度预算骤增至三千余

万之多，至二年阁议议定分配数两千五百十二万

元，本部就此范围详列款项节目酌为分配得两

千四百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五元，嗣经财政部裁

剪为一千五百零四万两千一百三十七元此二年度预

算司法经费也，三年四月……遂概括核定各省司法

经费为六百二十一万九千五百六十六元……虽司法

机关就简而仅仅次数实不敷分配，加以核定之数分

省计核省之中审检费与监狱费复分项指定胶柱鼓瑟

愈形支绌不得已与财政部呈，准由司法部就各省实

在情形与各该省长官妥为商榷通融酌配惟仍不得逾

核定总数并与六月间会同财政部呈准将司法收入一

项设法整顿作为特别会计借此通融稍资抑注……除

陕西云南贵州三省外事实上无不超过综计，其数迄

于四年二月已达六十五万余元之多，距会计年度尚

有四月续，请追加之数犹不止此弥补不足惟恃司法

收入一项。［2］

据相关数据显示，1914 年，除陕西、云南、

贵州三省外，其余各省所用之经费与原报之经费相

比皆有溢出，且以河南、浙江两省为最，总计各省

区超出之经费达 65 万余元（见表 2）。从 1915 到

1925 年的司法经费概算表中可以看出，每年都有经

费超支现象出现，且从1915年之后都是上百万之巨，

1925 年更是达到 300 多万（见表 3）。所以从 1915

年底到 1916 年，陆续有直隶、江西、河南、安徽

和察哈尔等省区巡按使奏请财政、司法两部“今公

布财政部权衡度支以维持预算为原则是以未便固请

［1］《江宁地审厅看守所人犯口粮照新预算、经费

收支出报告书等》：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全宗号

206，目录号 4，年代号 1914、1915、1923，卷号 2。

［2］《司法公报》1915 年第 34 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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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然款项必要弥补无方唯有议就额定款项体察

事实酌济盈虚以期足资周转无凝进行。查会计法第

十六条内关遇有特别情事有流用各项定额之必要时

应声叙事由”［1］。司法部也因各省财政实为困难，

照准了各省的呈请，“财政各费准予通融流用以节

缩甲款之余弥补乙款不足所有流用数目总期不逾核

定预算范围并于决算案内详析造报”［1］。但是这

种方法不过是差东墙补西墙，并不能解决司法经费

不足的问题。

表 2  民国三年度各省区司法经费溢出数额统计表（单位：

万元）［2］

省别 直隶 奉天 吉林
黑龙
江

山东 山西 陕西 甘肃

溢出
经费

4.2357 11.5642 11.9870 0.5850 0.0961 0.5100 -2.6868 0.1095

省别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四川 广东

溢出
经费

4.0223 16.0876 7.4813 3.2138 1.0023 0.3593 0.3960 4.6624

省别 福建 云南 贵州 新疆 河南 广西 总计

溢出
经费

1.8500 -11.4952 -6.5766 0.0667 18.1280 0.2166 65.8156

表 3  民国四年至十四年司法经费溢出数额统计表（单位：

万元）［3］

年份 1915年下半年度 1916 年 1918 年 1919 年 1921 年

溢出经费 98.1039 178.9233 191.3141 179.7838 257.0331

年份 1922 年 1923 年 1924 年 1925 年

溢出经费 257.0351 331.9353 333.4221 333.4221

那么在北京政府时期，司法改革经费是如何分

配拨给，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支出关系又是如

何？该时期，各地方司法经费由地方政府支出。国

家司法权本应统一于中央行使，有关司法的所有收

支，自应统归于中央主管。但是自民国以来，因中

央政府式微，而地方军阀势大，财政权一直无法统

归中央，所以司法经费也是由地方财政厅拨给。具

体来说，该时期各省司法收入，一部分解送司法行

政部，一部分由高等法院留用，以补本省司法经费

之不足。兼理司法各县之司法收入，并以一部分拨

归省库。由此所带来的弊端就是：“地方政府事权

不属，却有负担经费之责任。其对司法事业，苟非

漠不关心，即易发生行政干涉司法之不良影响。此

其一也。地方财政，情形不同。若干省区，对司法

人员之待遇较优，若干省区较劣。两相比照，丰啬

悬殊。”［4］从表面上来看，“内债和外债的还本付息，

成了北京政府最大的支出；加上军费的支出，至少

占去每年总支出的 4/5……省和地方的税收收入，

也被军费和治安费用耗尽。”相比于巨额的军费开

支，“司法经费在全国财政中所占的比重可称得上

是微乎其微，1913 年为 2.34%，1914 年为 2.03%，

1916 年为 1.67%”［5］。1913 年，北京政府曾试图

划分中央、省和地方的税收范围，但这项改革由于

中央政府过于软弱而没有实施。直到 1921 年，内

战遍及全国，北京政府完全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

尽管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司法经费由地方补

给到由中央统一拨付的转变，1941 年，政府最终将

司法经费由中央统一拨付的计划付诸于实践。但从

整个民国时期来看，司法改革受制于经费短缺并不

新鲜，因为无论是在北京政府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政府经费筹措的来源都十分有限，即“主要

从城市的经济部分为政府筹借经费，民国的政府既

不是从农村征收大量税收，也没有对半自治的省或

地方的收入和支出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这些有

限的政府收入，也大量浪费在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

并消耗在持续的内战之中，或者用来偿还内债和外

债本息作抵押。无论是北京政权或是南京政权，都

不能从政府收入中提出资金”［6］。

［1］《司法公报》1916 年第 42 期。

［2］《司法公报》1915 年第 34 期增刊。

［3］1915 年下半年度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16

年第 61 期增刊，1916 年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17

年第 82 期增刊，1918 年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19

年第 110 期增刊，1919 年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21

年第 134 期增刊，1921 年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23

年第 182 期增刊，1922 年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24

年第 196 期增刊，1923 年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25

年第 213 期增刊，1924 年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25

年第 215 期增刊，1925 年的数据来源于《司法公报》1928

年第 248 期增刊。

［4］汪楫宝：《民国司法志》，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104 页。

［5］吴永明：《理念、制度与实践：中国司法现代化

变革研究（1912-1928）》，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转引自史磊：《时空延承与话语重构：北洋政府时期监狱

改良再考察》，2008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6页。

［6］［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

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 100-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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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人才紧缺的无奈现实

按照1912年司法总长许世英在《司法计划书》

中所提：“吾国疆宇广大，需用之法官、狱官，

预计百年完成时，法官逾四万人；狱官将及二千

人。”［1］也就是说，许世英计划在五年之内培养

出 4 万多名法官，也就是平均一年培养 8000 多名

法官。1913 年 11 月 8 日，北京政府第一次公布并

实施了《甄拔司法人员准则》以选拔司法人员，充

实司法队伍［2］。1914 年 1 月，举行司法官选拔试

验，在 1100 多人中间选拔合格者 71 人，并分配各

厅实习［3］。1915 年 9 月 30 日，公布《司法官考试

令》与《关于司法官考试令第三条甄录规则》，对

司法官考试的应试资格与具体考试办法作了规定。

《关于司法官考试令第三条甄录规则》规定甄录的

资格是：在国立或者经司法教育总长认可之私立大

学或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法律之学三年以上，经报告

教育部有案者；在外国专门学校学习速成法政一年

半以上，得有毕业文凭，曾充推事检察官办理审判

检察事务一年以上，或在国立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

教授法律之学一年以上，经报告教育部有案者；曾

充推事或检察官继续办理审判或检察事务三年以上

者；曾充法部秋审要差确有成绩者；曾充督抚臬司

等署刑幕五年以上，品学夙著，经该署官长或荐任

以上京官证明者［4］。甄录合格者参加司法官考试。

考试分为四试，前三试为笔试，主要考经义、史论

及法律各科，第四试是口试。1917 年 10 月 18 日，

北京政府公布新的《司法官考试令》，对1915年《司

法官考试令》做了重新修改，之后制定了《司法官

考试令施行细则》和《司法官考试规则》。1919 年

又公布了《修正司法官考试令各条》，在法律上完

善了司法官考试制度。经过一系列修改，法律规定，

中华民国男子，年满二十岁以上，符合下列各项资

格之一者，即可参加司法官考试：（1）在本国国

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毕业，

得有毕业证书者；（2）在外国大学或高等专门学

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得有毕业证书者；

（3）在经教育部或司法部认可之公立私立大学或

高等专门学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得有毕

业证书者；（4）在国立或经教育部或司法部认可

之公立私立大学或专门学校，教授司法官考试主要

科目，继续三年以上，经报告教育部有案者；（5）

在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速成法律法政一年半

以上，得有毕业文凭，并曾充推事检察官办理

审判检察事务一年以上，或在国立或经教育部

或司法部认可之公立私立大学、专门学校，教

授司法官考试主要科目，继续二年以上，经报

告教育部有案者；（6）曾应前清法官考试及格

者［5］。司法官考试分为甄录试、初试和再试。

甄录试主要考察考生的基本素养和法律基础水

平，及格者进行初试，初试重点考察学生的法

律知识，及格者发给司法官初试及格证书，发

往各审判厅、检察厅学习。再试则以考察实践

经验为主。从以上法律法规可以看出北京政府

对司法人才选拔之重视程度。该时期，按照《文

官高等考试令》的规定，司法官考试每三年举

行一次，必要时还可以举行临时考试。

根据汪楫宝先生的统计，北京政府从 1913 至

1921 年共举行了一次甄拔试和四次司法官考试。

由于经费无从着落，其后四年没有举行一次考试。

到 1926 年举办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司法官考

试。这几次考试，共录取法官七百多人，占了当时

司法官总数的较高比例（见表 4）。但每次考试合

格人数与许世英在《司法计划书》中期许的每年培

养 8000 多名法官的目标有着天壤之别。“民国初

元，法院组织伊始，考试尚未举行，迫不及待，其

后虽频年举行考试，而录取人数无多，仍感不敷分

配。”［6］因此，在北京政府初期，大理院院长、

各推事，京师高等审检厅厅长以及各省高等审检厅

厅长大多是由司法总长直接任命当时的一些著名法

学家担任，如 1914 年任命的大理院院长董康、总

检察厅厅长罗文干、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林棨、京

师高等检察厅厅长朱深、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沈家

［1］《司法：司法计划书许世英（中华民国元年十一

月》，载《政府公报分类汇编》1915 年第 15 期。

［2］毕连芳：《北京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

载《史学月刊》2006 年第 10 期。

［3］参见钱实甫：《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

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74 页。

［4］《东方杂志》1915 年第 12 卷第 11 号“法令”。

［5］毕连芳：《北京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

载《史学月刊》2006 年第 10 期。

［6］汪楫宝：《民国司法志》，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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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等。虽然北京政府为推行司法改良、保障司法独

立在制度和实践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事实上法

官数量仍无法满足司法独立之需要，甚至无法满足

日常审理案件之需要。

表 4  北京政府时期全国性司法官考试合格人数情况表［1］

年份 1916 1918 1919 1921 1926

考试合格人数 38 143 189 113 185

一方面，由于司法人才紧缺的现状无法在短时

间内得以解决，因此基层审检机构——初级审检厅

不得不被废除。但废除初级审检厅后，政府又感不

便，于是未设审判厅各县在县知事公署内又设置了

审检所，并出现了帮审员这一群体。1913 年 2 月，

司法部发布了《各县帮审员办事暂行章程》以及《各

县地方帮审员考试暂行章程》，由此开始了在全国

各未设立审判厅的地区推广施行帮审员制度。另一

方面，在较高审级的高等审判厅，也出现了审判人

才紧缺的局面。前文已提到，高等审判厅分厅推事

的兼任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司法人员缺乏

的现实，以至于高等审判分厅推事必须部分由分厅

所在的地方审判厅推事兼任，其所在地方审判厅推

事不敷使用，甚至还可以从临近地方审判厅借人。

但《暂行法院编制法》仍然试图对这种权宜之计

加以限制，故而规定兼任法官在合议庭中必须是少

数。事实上，由于当时司法人员的缺乏，不仅需要

由地方审判厅的推事兼任高等审判分厅，也可能由

高等审判厅的推事兼任于其附设的地方审判厅参与

审判。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同一名推事可能先后参

与同一案件的两级审判，当地方审判厅是第二审时，

情况尤为严重，因为如果再由同一名推事参与的高

等审判分厅法庭为第三审（终审）判决，等于在事

实上剥夺了当事人通过上诉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当时湖北、江西、河南、陕西等省纷纷提出这个问

题，北京政府于是通令各省高等审判分厅兼任地方

庭所为第二审判决之终审应划归高等审判厅本厅受

理［2］。由此也可看出北京政府在现实困境下仍试

图贯彻现代司法之理念。

（三）传统司法文化的惯性效应

中国传统社会，司法权几乎没有独立于行政权

而存在过，而是在专制集权模式下的司法分工，因

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司法审判体系，中央

的三法司与地方的行政兼理司法均为传统司法组织

之特色。在各级行政体系中，司法权始终依附于行

政权之中，从最基层的一审法官（州县官）到最高

层的终裁者（皇帝），无一例外［3］。曾有人指出

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合一之弊端：“吾国往时，司法

与行政不分，民事与刑事不分，检察与审判不分，

所谓司法制度，即行政机关审理制度之级数耳……

此种制度，重视人命，是其所长，随时可以翻覆，

积案不结，又是其短，且最后决定，出君主一人独

裁，尤与近代合议制之审判大背。”［4］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司法独立之理念的传入，

加之收回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驱动，清朝末年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修律运动，其中司法机构

的改革是尤为重要的环节。随着 1906 年清朝官制

改革的开始，司法机构改革逐步展开。1906 年 9

月 20 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刑部著改为法部，

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5］

法部与大理院的分立揭开了中国实践司法独立的

序幕。1906 年 10 月 27 日，沈家本上《审判权限

厘定办法折》，建议采纳以日本为代表的所谓“外

国通例”，实行四级三审的审级制度。1907 年 8

月，修订法律馆草成《法院编制法》，经宪政编

查馆审核后，于 1910 年 2 月 7 日颁行。该法共 16

章 164 条，大体采日本《裁判所构成法》，建立

了四级三审的司法体系［6］。《法院编制法》规定

于中央设立大理院、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各府（或

直隶州）设地方审判厅、各州县设立初级审判厅

以审理民刑案件；相应地设立总检察厅和各级检

［1］汪楫宝：《民国司法志》，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49 页。

［2］北京政府司法部编印：《改订司法例规》，司法

部 1922 年版，第 475-478 页。

［3］聂鑫：《从三法司到司法院——中国中央司法传

统的断裂与延续》，载《政法论坛》2009 年第 1 期。

［4］王用宾：《二十五年来之司法行政》，载《现代司法》

1936 年第 1 期。

［5］《清实录》第五十九册《德宗景皇帝实录》（八），

卷五六四，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版，第 468 页。

［6］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66-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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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厅以行使检察职权。在四级三审制下，轻微的

民刑案件由初级审判厅作为一审法院，并可经过

上诉程序，地方和高等审判厅则分别为二审和终

审法院；其他相对较重大案件则由地方审判厅为

一审法院，可依次上诉至高等法院和大理院。这

就打破了数千年传统的司法行政合一体制，体现

了审判独立、民刑分立、审检分立与审判合议等

西方近代司法原则。虽然晚清政权很快覆灭，但

其司法机构改革的成果却被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

所继承。北京政府继承了前清四级三审及审检合

署的司法机关体系。在审判机构设置上，北京政

府起初采四级普通法院制，中央司法机构为大理

院，地方审判机构包括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

初级审判厅。但因受制于司法经费短缺和司法人

才紧缺的现实环境制约，全国京外所有的初级审

判厅全部被裁撤，地方审判厅也多数被裁去。初

级审检厅被裁去之后，政府又深感不便，于是出

现了县知事兼理司法的运行模式。当模仿西方模

式以改变固有的制度而遇到困境之后，解决的途

径便又转向了传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法制

近代化的过程充满困惑和曲折。因为传统法律文

化一旦形成，就具有其稳定性和历史惯性，甚至

趋向于历史惰性。它抗拒着变革，它源于特定地

域人类的生活，流到现在，流向未来。传统司法

文化强大的历史惰性极大地影响着北京政府时期

司法体制的设计与运作过程。

除此之外，聂鑫教授还认为，民国时期司法机

构的改革依托于地方官制之设立，如清朝是依托中

央、省、（道）、府、厅 / 州 / 县五级政府设立审

判机关；晚清司法改革依托于中央、省、府、厅 /

州 / 县四级政府建立了四级三审制的司法体制；而

到了 1914 年袁世凯改订地方官制，裁撤了“府”

这一级的地方政府，打乱了原有的地方行政建制，

四级审判机关所依托的四级政府变为三级政府，四

级三审制也就无所依托，不得不废。可见，在地方

行政建制未能稳定之前，地方各级司法机构的建设

也必然困难重重［1］。

四、结语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

代转型的特殊时期。该时期政府为了收回领事

裁判权，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制变革，而司法

改革即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推动了中国法制

近代化的历程。的确，相对于其他领域，该时

期的司法领域尚有为人称道之处。司法改革之

顶层设计可谓信心十足，无论是国家层面对司

法独立理念之追求，还是近代司法机构的建立，

都体现了政府在司法改革方面的重视程度。但

地方司法机构在现实中却遭遇了荆棘坎坷。即

中央与省一级采新式司法机构，而地方基层则

恢复了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可以说，司法经

费短缺和司法人才紧缺之现状极大地影响了该

时期司法机构改革的效果，使之大打折扣。当

模仿西方模式以改变固有的制度而遇到困境之

后，解决的途径便又转向了传统。传统司法文

化强大的历史惰性极大地影响着北京政府时期

司法机构的设置。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北京政

府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军阀混战，导致社

会发展的主旋律不会也不可能是司法改革。作

为法治国家根基的宪法和国会均为军阀所操纵，

总体法制环境仍亟待改善。因此，北京政府在

司法领域的诸项改革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

［1］聂鑫：《中国法制史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9 页。


